
2014 年第 5 期
( 总第 206 期)

人 口 与 经 济
POPULATION ＆ ECONOMICS

No． 5，2014
( Tot． No． 206)

北京市城市公共服务与人口空间分布

姚永玲，王 帅
( 中国人民大学 经济学院，北京 100872)

摘 要: 本文利用空间计量方法，采用北京市 “六普”中的街道乡镇数据与产业指标相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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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patial econometrics method is adopted in this paper with data of sixth population
census，as well as salary and employee of Beijing，to observe the relations between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and public facilities． Ｒesults show that high quality of public facilities has significant
effects on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salary has significant effects on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However，
number of employee has no significant effects on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It indicates that lower end
industrial factors could not impact population migration． This implies that planning public facilities
and high end industries together at specific areas of city would helpful to create multi-centric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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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膨胀给大城市带来的 “城市病”已经成为中国很多城市的首要问题。为了疏解中心城区人口压
力，各城市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通过户籍制度和准入门槛控制人口规模，通过规划郊区卫星城引

导城市空间格局由单中心向多中心转变，等等。但事实上城市蔓延的趋势依然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应
该采取哪些手段以及如何实施才能有效调控人口分布是大城市健康发展的核心任务。

一、文献述评
城市公共服务被认为是影响人口迁移的主要因素之一，目前的研究主要讨论人口分布与公共服务

空间配置的关系。一方面，学者们通过人口与城市空间要素分布的一致性得出影响人口分布的因素。

如王金营在研究北京市城市 －近郊人口密度梯度及其变动时发现，经济水平、城市公共交通、人均居
住面积、绿地面积等因素与人口密度有比较强的相关性［1］。马清裕和张文尝通过比较北京居住区的
交通网络，发现居住区空间以沿各环路圈层扩展、沿向外辐射主干道带状延伸及在现代产业集聚区周
边扩展为基本特征［2］。匡文慧和杜国明在研究北京城市人口空间分布模式时发现交通环路对人口分
布有显著影响［3］。在城市空间扩张过程中，交通和土地利用随着人口规模的扩大而扩张，事实上往
往是人口密度的增加引起交通和土地利用发生改变。因此，单纯比较两者的空间分布说服力不强，对
于吸引人口迁移的原因还需进一步从各种因素与人口分布的相互影响关系和聚集特征上进行分析。

另一方面的研究则通过比较中心与外围地区的公共服务差异，得出外围地区公共服务不足是影响

人口迁移的主要原因。如赖玉红等在分析了广州市卫生资源与人口分布的空间格局后发现，医疗机构
与人口分布不相适应［4］。谢守红基于 1982、1990 和 2000 年广州市中心区、近郊区和远郊区的人口数
量、增长率和密度对广州市人口空间分布变化的影响进行研究后指出，近郊生活服务设施和轨道交通
发展的滞后是造成广州人口郊区化较北京、上海缓慢的原因之一［5］。高军波等刻画了广州市公共服
务的空间分异，并通过对广州市公共服务综合公平指数进行空间自相关分析后指出，老城区公共服务

供给规模大、密度高而外围开发区供给缺乏，与人口分布不协调［6］。杨胜利和高向东主要利用因子
分析法分析了上海市公共服务资源配置状况，并基于上海近郊区的公共服务资源综合得分低于中心区

与远郊区的现象，得出近郊区扩建中存在公共服务不配套的结论［7］。孟兆敏和吴瑞君基于上海市第
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研究了人口规模、结构和空间分布变动对上海市公共资源现有配置的冲击，建议
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8］。尽管这些结论无可争议，但是研究显然暗含了公用设施在空间上达到均衡
布局才是最优目标，如果不能为城市多中心提供支持，则必然导致“摊大饼”式的城市蔓延。

城市空间效率的本质在于空间布局的非均质性，正是非均质的空间结构使得各要素在特定地段聚

集，从而在不同地区形成城市的各种功能区。通过公共服务引导人口分布的机制也在于通过在目标地
配置公共资源引导市场资源聚集，从而实现城市人口在空间上形成多中心结构。因此，如何选择公共
资源分布的地点是合理布局城市空间要素的关键，而非简单地均等化。同时，在利用城市空间非均质
特征时，不同质量的公共服务资源对人口居住选择的作用是不同的，优质资源比普通服务对人口更有

吸引力，其对人口的作用更能体现聚集的城市空间特征; 加之我国的公共服务能力差异较大，优质公

共服务资源稀缺，居民对优质公共服务的追求更是趋之若鹜，而目前的研究都忽略了这一点。尽管赵
秀池对北京市优质公共资源配置和人口聚集中心进行比较后认为，教育、医疗卫生、文化、体育、公
共交通等优质公共资源在中心城区高度聚集是导致人口在中心城区聚集的重要原因［9］; 但该研究仅

对不同质量的公共服务资源进行了空间分布的比较，不能解释设施与人口分布的互动关系; 而且作者

采用的是中心城区和新城地区的对比，空间范围过于抽象，对于城市空间异质性特征描述则过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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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略。

另外，在讨论影响城市人口迁移的经济因素方面，学者们经过多种途径研究发现，职居分离是中

国很多大城市的突出问题［10 ～ 16］，说明中国特大城市人口在向外迁移过程中与产业存在严重的不匹配

性。实践证明，“产业造就城市”，而上述研究忽略了产业因素对人口的影响，或者将产业和公共服

务分开考虑，削弱了结论的可靠性。

为了准确解释在经济条件下公共服务对人口迁移的作用，本文利用空间计量方法，对公共服务变

量与人口密度关系进行分析。采用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中的北京市各街道乡镇 ( 简称 “街

乡”) 数据，较之以往基于区县级数据的结论更能准确反映城市空间的异质性特征; 公共服务包括教

育、医疗和公共交通，并增加了就业岗位和工资水平两个控制变量，可以综合考虑公共服务和经济要

素的共同影响。加入空间权重因素的空间计量主要是基于城市聚集效益的存在，因为 “不考虑空间

作用的模型将会略微高估城市公共服务的价值［17］”; 而聚集效应是城市空间形成的根本动力，也是形

成多中心格局的基础。

二、北京市公共服务与人口分布

自 21 世纪以来，北京市的人口出现了明显的扩散现象，即中心城区人口增速减缓，郊区人口迅

速增加。但是，密度变化最快的在近郊区，中心城区次之，人口并没有通过隔离带向真正的郊区迁

移。由于近郊区与中心城区相连，在形态上仍然表现为 “摊大饼”式的空间扩张。全国第六次人口

普查数据显示，北京市的 321 个“街乡”中，常住人口密度大于 3 万人 /平方公里的街道有 10 个，占

总量的 3. 12%，分布在原东城、原西城、海淀和朝阳。常住人口密度在 1 万人 ～ 3 万人 /平方公里的

有 84 个，占总数的 26. 17%，也主要分布在中心和近郊区。常住人口不到 1 万人的街乡有 163 个，占

总数的 42. 37%，主要分布在远郊区。总体上仍然表现为人口在中心城区高度聚集的特征。

公共服务中，教育和医疗是人生的两个重要端点，尤其是优质教育和医疗资源是居民追求

生活品质的重要内容，由于接送小学生上下学和重病老人就医是最耗费劳动力成本的两项任务，

故这里选择品牌小学①和三级甲等 ( 简称 “三甲”) 医院分别代表优质教育和医疗服务; 交通则

是联系一切城市活动的空间纽带，鉴于北京市实行的是 “公交优先”战略，这里用公共交通表

示。从教育来看，北京市的品牌小学几乎全部集中在东城、西城、海淀、朝阳和丰台的中心城

区，而远郊的八个区县没有一所品牌小学。 “三甲”医院是医疗水平和医疗设施最好的医院，

大部分集中在城六区，八个郊区县没有一所。可达性是公共交通效率的具体体现，鉴于北京市

仍是单中心的空间格局，从以到达城市中心 ( 天安门) 的时间来衡量各地的交通可达性 ( 时间

越长可达性越差) 来看，1 小时的可达性只包括了城市中心和一部分有直达车的地区，一半以

上地区乘坐公共交通工具需要至少 3 个小时才能到达市中心。由此可见，无论是人口还是公共

服务都表现出了在城市地区高度集中的分布特征 ( 见图 1 ) 。

图 1 显示，北京市的人口和城市公共服务主要分布在中心城区，在空间分布中都具有高度集中的

特点。教育和医疗机构配置与人口密度分布的变化趋势相同，交通花费时间与人口密度分布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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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自 2006 年 9 月 1 日起北京市取消重点学校和重点班，但小学的教育质量客观上仍有很大差异，居民仍然偏爱曾经的重点学校，
并对之有较大认同。目前比较公认的是在原有重点小学基础上形成的 2011 年京城百所特色小学，这些小学其实就是以往教育部
门官方承认的重点小学和示范小学。这里用这百所特色小学代替优质教育资源。重点中学也是重要的优质教育资源，但我们对北
京市 68 所示范中学作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后发现，这个变量并不显著; 另外，中学生独自上学能力比小学生强，居住地选择对学
校的位置依赖性小。故未将中学纳入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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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这说明优质教育、医疗和公共交通可达性都与人口分布密切相关，且具有相同的空间变化
趋势。

图 1 北京市人口和公共服务的空间分布

三、研究方法
本文将各项公共服务设定为自变量，与产业相关的因素设定为控制变量，通过采用加入空间权值

矩阵的空间计量模型，分析城市公共服务对人口密度分布所产生的影响。
1． 模型构建
在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分析时，一般要用空间权重矩阵来表达空间相互作用。邻近空间权重矩阵因

其对称与计算简单而最为常用，但由于仅考虑了邻接效应而忽视空间距离等因素，会丢失大量距离信

息。基于距离的空间权重矩阵则假定空间相互作用的大小是取决于地区间的质心距离，是一种在实践
应用中常用的空间权重矩阵。故本文采用基于实际距离的空间权重矩阵，以各 “街乡”所在地为中
心点，其经纬度坐标数据来自 Google Earth卫星地图，并经 Stata计算得到空间距离权重矩阵值。在进
行空间计量分析前，需要对人口密度分布进行空间相关性检验，通常用 Moran’s I指数，定义为:

·56·



《人口与经济》2014 年第 5 期

Moran’s I =
∑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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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j = 1
Wij ( Yi － 珔Y) ( Yj － 珔Y)

S2∑
n

i = 1
∑

n

j = 1
Wij

( 1)

公式 ( 1) 中 Yi表示第 i个地区的观测值，S2表示 Yi的方差，n表示观测点个数，Wij为二进制的空

间权重矩阵。Moran’s I指数的取值范围为 ［－ 1，1］，大于零表示空间集聚特征，即存在空间正相
关性，值越大集聚特征越明显; 小于零表示空间发散特征，即存在空间负相关性，值越小发散特征越

明显; 等于 0 则表示空间上的随机分布特征，即不存在空间相关性。通过对各 “街乡”常住人口密
度的全局空间相关性计算，得到 Moran’s I = 0. 535，对应的 p 值为 0. 000，即常住人口密度的分布存
在全局空间自相关性，具有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在计量分析中需要加入空间权重矩阵。

空间计量模型有空间误差模型 ( spatial error model，SEM) 和空间滞后模型 ( spatial lag model，
SLM) 两种。空间误差模型基于因变量的空间自相关性，表达为:

y = Xβ + ε，ε = λWε + μ ( 2)

公式 ( 2) 中 ε为随机误差项向量，为 n * 1 阶的截面因变量向量的空间误差系数，W为空间权值
矩阵，μ为正态分布的随机误差向量。参数 β反映了自变量 X对因变量 y 的影响。参数 λ 衡量了样本
观察值中的空间相关性，即相邻地区的观察值 y对本地区观察值 y的影响方向和程度。

空间滞后模型主要是探讨各变量在某地区是否有扩散现象 ( 溢出效应) 。其模型表达式为:
y = ρWy + Xβ + ε ( 3)

公式 ( 3) 中参数 β反映了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空间滞后因变量 Wy 是内生变量，反映了空
间距离对区域现象的作用，ρ值体现这种作用的方向和程度，大于 0 表示空间单元之间相互强化，即
空间聚集作用; 小于 0 表示空间单元之间相互抵消，即空间分散作用。

2． 指标与数据
公共服务包括教育、医疗和交通三项内容，作为三个影响人口分布的自变量，分别用各 “街乡”

的品牌小学数量、“三甲”医院数量和交通可达性来表示。采用单位从业人员数和在岗职工平均工资
作为两个控制变量。

人口密度采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中北京市 308 个街道和乡镇的常住人口与面积之比，用万人 /

平方公里表示; 品牌小学数量 ( 所) 来自《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北京晨报》和新浪教育频道
在原有重点小学基础上，在 1164 所小学中联合推选出的百所特色小学，通过地图搜索工具，按照其
地理位置所在“街乡”计算所得; “三甲”医院来源于国家卫生部门公布的各地 “三甲”医院名单，

按上述同样方法计算各 “街乡”“三甲”医院数量 ( 所) ; 交通可达性用各 “街乡”办事处或镇政府
所在地到天安门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 公交或地铁) 所花费的最短时间 ( 分钟) ① 来表示; 法人单位

从业人员数量 ( 人) 和在岗职工平均工资 ( 元 /年) 来自北京市第二次经济普查数据 ( 截止到 2008

年底) 中各“街乡”的法人单位统计②。各变量的统计描述见表 1。

四、实证分析
在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中进行选择时，一般通过拉格朗日乘数和稳健的拉格朗日乘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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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利用 Google Map查询在周一早 8 点，从各街道乡镇办事处所在地到市中心天安门广场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 地铁、公交、轻轨等)
所要花费的最短时间，时间越长交通可达性越差。
经济数据与公共服务数据有两年之差，但已是目前最接近的了。其结果反映了产业对人口分布滞后两年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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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来检验，结果见表 2。

表 1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符号 变量名称 单位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density 常住人口密度 万人 /km2 308 0. 76 1. 02 0. 0017 5. 9259
sch 重点小学数量 所 308 0. 20 0. 52 0 3
hos 三甲医院数量 所 308 0. 17 0. 49 0 3
trans 公共交通耗时 分钟 308 167. 17 163. 12 18 893
empl 单位从业人员数 人 308 21036. 56 24121. 09 254 124411
salary 职工年均工资 元 /年 308 19405. 18 8688. 54 9618 55816
注: “六普”数据提供了 321 个街道乡镇数据，但法人单位统计仅在 308 个单元中能够获得，故这里仅包括了 308 个观测值。

表 2 模型选择检验

空间相关性检验
空间误差模型 空间滞后模型

统计值 P值 统计值 P值
Moran’s I指数 8. 947 0. 000
拉格朗日乘数 42. 794 0. 000 117. 073 0. 000
稳健拉格朗日乘数 0. 453 0. 501 74. 731 0. 000

表 2 显示空间误差和空间滞后模型的拉格朗日乘数值均在 1%的水平下显著，于是需要再观察稳

健的拉格朗日乘数检验值，空间误差模型的稳健拉格朗日乘数检验 p 值为 0. 501，而空间滞后模型的

稳健拉格朗日乘数检验的 P值为 0. 000，故采用空间滞后模型。将各变量加入上述的空间滞后分析模

型中，形成下列表达式:

density = β0 + ρW + β1 sch + β2hos + β3 trans + Z1empl + Z2 salary + ε ( 4)

为了便于比较，分别采用 OLS、SEM和 SLM方法对上述模型进行回归，各种结果见表 3。

表 3 三种回归结果

变量
OLS SEM SLM

回归系数 t值 回归系数 t值 回归系数 t值
sch 0. 4768＊＊＊ 5. 64 0. 3795＊＊＊ 4. 79 0. 3515＊＊＊ 4. 77
hos 0. 3567＊＊＊ 4. 01 0. 2982＊＊＊ 3. 51 0. 2512＊＊＊ 3. 24
trans － 0. 0014＊＊＊ － 5. 00 － 0. 0010＊＊＊ － 3. 75 － 0. 0006＊＊ － 2. 36
empl 3. 73E － 06 1. 60 2. 02E － 06 0. 96 2. 27E － 06 1. 12
salary 0. 00004＊＊＊ 6. 11 0. 00003＊＊＊ 4. 49 0. 00002＊＊＊ 4. 44
cons 0. 0160 0. 13 － 2. 2547 － 0. 80 － 0. 7499＊＊＊ － 6. 51
ρ 0. 9602＊＊＊ 24. 89
λ 0. 9597＊＊＊ 23. 69
Ｒ2 0. 5673
调整 Ｒ2 0. 5602

注: ＊＊＊表示 P ＜ 0. 01，＊＊表示 P ＜ 0. 05。

表 3 显示，品牌小学数量对人口密度分布的影响系数最大，为 0. 3515，且在 1%的水平下显著，

表明优质教育资源是吸引人口居住的重要因素，具体表现为，街乡品牌小学每增加一所，人口密度增

加 0. 3515 万人 /平方公里。三甲医院数量的影响系数次之，为 0. 2512，也通过了 1%水平的显著性检

验，表明三甲医院每增加一所，该街乡的常住人口密度增加 0. 2512 万人 /平方公里。公共交通耗时的

影响系数为负并通过了 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说明随着到达市中心花费时间的增加，公共交通可达

性降低，常住人口密度也随之降低。控制变量中的法人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的影响系数为
0. 00003，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表明“街乡”的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越高，对应地区的常住

人口密度越高，年平均工资每增加 10000 元，该街道或乡镇的常住人口密度增加 0. 3 万人 /平方公里，

这一方面反映了地区收入对居民居住选址的作用明显; 另一方面，也反映了高密度人口与高端产业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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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分布的一致性特征。而从业人员数量对人口分布影响不显著，表明就业岗位对人口分布没有影响，

这与产业造就城市的观点不甚相符; 但与北京市严重的职居分离结果一致。两者结合可以看出，职居
分离主要发生在低端产业中。反映空间效应的系数 ρ 在 1%显著性水平上为 0. 962，显著性强、系数
大，说明一个街道或乡镇人口密度增加会引起周边街道或乡镇的人口增加，人口密度分布有明显的聚

集效应，这正是形成城市中心的基础。

上述结果显示，优质教育、医疗以及交通作为城市基础的公共服务确实对人口分布有显著
影响，其中学校比医院的影响系数大，表明居民在选择居住地时，优质小学的作用比医院更重

要。而以环形结构为主要构架的交通规划体系被认为是影响人口向外分散分布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这里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体现。同时，在郊区化过程中，虽然很多学者主张产业与人口同时
迁移，但 “卧城”的出现加剧了职居分离，也成为低端产业与人口分布不一致的主要原因。明
显的空间效应参数说明，北京市街乡空间尺度表现出了很强的空间效应，在规划公共服务设施

时，这个尺度应非常适宜，过大 ( 如区县) 尺度不足以产生空间聚集效应，过小 ( 如社区) 尺

度则会使人口分布的影响因素繁琐、影响关系复杂而难以区分主要因素。

五、结论
上述结果表明，公共服务对城市人口的空间分布有显著作用; 尤其是优质公共服务是引导人口迁

移的重要因素。在两个与经济相关的控制变量中，从业人员与人口分布无显著影响，说明产业与人口
迁移不一致 ( 错位) 。从企业角度来说，并不希望为了劳动者而将企业选址在人口密集地区; 从劳动
者角度来看，是否能找到工作与居住地无关，居民对于居住地的选址更多地受就业以外的因素影响，

这正是北京市职居分离的原因。因此，在职居分离严重的条件下，通过普通产业转移对促进人口向郊
区迁移没有明显效果。虽然北京市政府从 10 年前就采取了依业选人、以居净人的措施来减少低端人
口，但人口分布的空间格局一直未有明显改观。事实上，除了中心城区的现代服务业外，北京在郊区
化过程中形成了两个比较大的产业集中区，即顺义制造业基地和大兴的亦庄开发区，而人口并没有在

这两个地区集中，而是以城市蔓延的方式向四周扩散，其中很大部分原因是这里的公共服务与产业发

展不匹配。工资水平对人口分布的显著性说明，高端行业对居住选择具有吸引力。两个控制变量的作
用相结合反映出低端产业难以吸引人口迁移，从 “产业造就城市”来看，即使在郊区也需要发展高
端产业，如此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人口的空间分布结构。目前，北京郊区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主要是文
化创意产业、现代服务业和现代制造业，这些行业都属于高工资行业; 被城区淘汰的低端服务和制造
业在郊区也难以生存。因此，通过产业发展引导人口外迁仍需要高端产业支撑。

中心城区的人口是否能够外迁，是城市中心地区与外围地区相互博弈的过程，外围地区的公共服

务和产业如果没有优势来吸引人口，则很难在外围地区形成居住中心; 而在大范围的外围地区均匀布

局优质公共服务和高端产业亦非现实之举。本文所得出的高端行业和优质公共服务对人口布局的显著
影响与事实一致。佛罗里达 ( Florida) 证明创新能力和创意活动发生在城市人口密集地区［18］。因此，

高端产业需要高密度人口，高密度人口有利于高端产业成长，世界高端商务中心同时也是创意中心和

人口密集的城市繁华地段［19］就说明了这一点。另外，人口分布还表现为空间聚集。这就说明在引导
人口向外迁移的过程中，应该充分利用城市空间非均质性特点，在适当的地方增设和完善优质公共服

务以吸引人口，并为高端产业提供发展环境，使优质公共服务和高端产业发展相配套，从而在该地形

成人口聚集中心，最终形成多中心格局。 ( 参考文献下转第 7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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